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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Residential Quarter to Housing Block：Preliminary Study on Residential
Space Transformation in China
LUO Xuan, LI Ruru, ZHONG Bizhu, YUAN Qifeng

Abstract: This paper reviews researches on residential space transformation in China

since the founding of P.R.C. We explored the problems of Guangzhou's large-scaled

real-estate development in the suburban area and gated communities in the central ar-

ea. The large size of residential development unit in terms of land area has raised

difficult self-governance problems, residential differentiation and social segregation.

The "Planning & Design Standard for Urban Residential Areas (2018)" changes the

planning and development units of residential areas. It advocates the idea that public

services should be organized around human living circles and housing blocks consti-

tute the basic spatial units in residential planning. The previous 'Residential Quarter'

is replaced by the 'Housing Block' at smaller sizes. On the one hand, the changes

in standards are conducive to self-organization, neighborhood autonomy and social

governance; and on the other hand, they also contribute to social mix, sharing of

public space and facilities，and hence the construction of a justice city.

Keywords: residential quarter; housing block; gated community; neighborhood auton-

omy; publicity

《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标准》（以下称《18标准》）自2018年12月1日起实施，而

实行了20多年的原国家标准《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规范》（经过2002、2016

年两次修订，以下称《93规范》）同时废止。

《93规范》是我国在计划经济后期，汲取功能主义现代城市规划理论，总结建国以

来计划经济体制下，特别是唐山震后重建中形成的城市“居住区——居住小区——居

住组团”三级体系经验而制订的。经历了多年市场化改革的冲击，《18标准》明确了密

路网小街区模式，提出了“居住街坊”在“15min、10min、5min”三个“生活圈”之

间均衡布局的新体系，显然我国城市居住区规划正面临着空间组织模式的转变。那么，

重新回归街坊制的内在逻辑何在？

1 源于计划经济时代的《93规范》

住房体制改革以来，国内学术界对居住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方面：第一，

对封闭住区的现状、类型、特点、形成机制及问题的研究（杨红平，2011；刘晔，李

志刚，2010；余侃华，张沛，等，2009）；第二，对社区中的社区治理问题及其对策建

提 要 综述了建国以来我国居住区空

间组织模式转型的过程。以广州城市居

住区为例，发现商业化的郊区“大盘”

和中心城区“封闭社区”阻隔交通、导

致公共空间的私有化，而且居住单元的

“尺度”过大，还诱发社区自治困难、

加剧居住空间分异、社会隔离等一系列

的新问题。《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标准

（2018）》采用“生活圈+居住街坊”模

式，居住区基本空间单元从“居住小

区”缩小到“街坊”尺度，一方面有利

于住户自下而上的自治、促进社会的治

理转型；另一方面可以促进不同阶层的

社会融合，最终实现公共服务设施共

享、促进城市空间的公共性回归。

关键词 居住小区；居住街坊；封闭社

区；社区治理；公共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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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的研究 （关宏宇，王广文，等，

2016；秦瑞英，闫小培，等，2008）。

2016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进

一步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的若干

意见》（以下简称《16意见》）后，学

界开始关注开放式住区的内涵、特征研

究（曾卫，王华，等，2016）；以及推

行开放式住区面临的问题、困境及对策

建议（杨保军，顾宗培，2017；卓健，

吴卓烨，等，2017）。

1.1 从“街坊”到“扩大街坊”

“街坊”一词最早可追溯到唐朝

“里坊制”与宋朝“街巷制”（任放，

2016）。然而，作为现代城市规划领域

中的“街坊”概念，则是源自“苏联式

社会主义城市规划”理论（凯瑟琳·库

克，郭磊贤，等，2013）。

苏联建筑科学院制订的《4—5层居

住街坊规划、建筑和公共设施参考条

例》 明确住区规划应该以 2—9hm²的
“街坊”作为住区基本构成单位（苏联

建筑科学院，1955）。后期又规定街坊

面积宜采取20—30hm²的扩大的街坊模

式，可以集中提供居民文化生活服务、

缩短全市性街道、减少城市街道建设和

养护费用，并制定了相应的指标，形成

四周由城市街道为边界的较大的住区单

位（列甫琴柯 Я Ц，1955）。

1949年开始，新中国彻底清扫欧美

城市规划思想的遗留，进而全面转向苏

联式社会主义城市规划（郭文韬，1993)，

在居住区规划方面将苏联式的“街坊”

作为基本空间组织形式，如1949年的长

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居住街坊规划设计是

苏联经验在新中国的首个城市规划实践

（第一汽车制造厂厂志编篡室，1991，

图1），而1953年新建的北京百万庄小区

则是参考“扩大街坊”模式。

1.2 从“街坊”到“居住小区”

我国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住房体制

具有明显的资源短缺特征，除了在大城

市和新兴工业城市建设了少量工人新

村，主要还是在工作、居住和服务都内

部化的“单位大院”里见缝插针、挖潜

改造。因为土地是按国家计划直接划拨

给使用单位，所以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

财政投入没有回收的渠道，城市建设资

金无法循环使用。为节约成本，将市政

建设的投入和运营维护费用降到最低，

各地城市建设部门只负责建设间隔500m

以上的城市主、次干道，而把街区道

路、土方和市政设施建设都交给使用

“单位”建设和维护。

1957年白银市的城市总体规划方案

修改中，将“街坊”修改为“小区”，

道路总长度为原本的24%，小区内填挖

土方为原本的41%，极大地减少城市建

设投资 （甘肃省城市建设局，1957）。

随着中苏关系恶化，我国城市居住区规

划设计中普遍开始将直方格的小街坊

改为 20—30hm²的“居住小区”模式，

取消、合并原本“街坊”间的内部道路

和公共服务设施（万里，周干峙，等，

1994）。

唐山的震后重建是当时最大规模的

居住区建设实践。1978年，城市规划

师们以“河北1号小区”方案研讨为契

机，结合中国特有的城市行政管理体

制，形成了我国“居住区——小区——

居住组团”三级结构的共识。即以小学

作为确定居住小区规模的依据，“以居

委会为核心组成住宅组团, 由3—5个住

宅组团组成一个用地16—20hm²，总人

数约1万人的居住小区（一个住宅组团

约700户）。与此同时，由3—5个小区

组成居住区，其大小与行政管理体制结

合,一个居住区设一个街道办事处（刘恩

华，1987）。

正是从1978年起，各地为解决城市

住房匮乏问题成立了国营房地产公司，

通过“三通一平”开发新区和“综合开

发、配套建设”建设居住小区，再由各

种单位来购买住房作为福利分配给职工

居住。如 1980 年代广州的五羊新城、

1990年代上海的康乐小区等。

于是“居住小区”才逐渐替代“单

位大院”，成为城市居住区规划建设的

主流模式，避免了各“单位”长期以来

各自在旧城“挖潜改造”，透支基础设

施、公共服务设施能力的问题，但由于

财力有限，仍无法从根本上解决住房供

应不足的困境。

2 城镇住房体制市场化的冲击

1998年国家启动住房体制的市场化

改革，停止了实物型福利式分配的住房

体制。地方政府通过招、拍、挂把国有

土地70年的使用权出让给开发商，开发

商再和银行联手通过按揭贷款把住房卖

给市民。转型期具有中国特色的土地财

图1 第一汽车制造厂居住街坊规划设计
Fig.1 The masterplan of housing blocks in The First Automobile Works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中国现代城市住宅（1840—2000）》图片改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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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体制，形成了房地产业发展和城市财

政的良性循环，而大规模的城市基础设

施建设支撑起中国社会整体的城市化

转型。

让资本进入住房建设领域，迅速解

决了城市住房供应紧缺的问题，地方政

府也获取了巨额土地出让金。2017年，广

州市新建商品住宅网签销售面积为981.79

万㎡①，超过建国至1978年全市的住宅

建设总量（936.12万㎡）②。但是也带来

了新的问题。

2.1 封闭社区，社区治理与冲突

改革开放40年，我国社会经济体制

急剧转型，经济超速发展。伴随着城市

人口集聚、阶层分化和贫富差距的扩

大，城市社会治安压力进一步加剧。城

市住宅普遍安装了防盗窗，里弄、胡同

组织起治安巡防队，有条件的住区则学

习有门卫的“单位大院”围闭起来。

为迎合居民对安全和私密环境的要

求，大量新建商品房小区自1990年代开

始采用“封闭社区”（gated community）

模式。按照“谁开发、谁配套”开发模

式，开发商负责建设地块内城市规划要

求配置的道路、公共设施与公共绿地。

而住房销售时，这些配套设施的建设和

维护费用也被分摊给了购房者，内化成

了小区业主的“共有设施”。为防止外

人搭便车，社区围墙在中国城市空间中

再次产生了“排他性”，造成城市空间

的封闭、社会阶层的分隔，实际上加剧

了城市交通困境和社会冲突。

作为从城市公共领域中“割据”出

来的集体领地（territory），封闭社区内

部需要一整套“物业管理”服务。按照

1994年建设部颁布的《城市新建住宅小

区管理办法》，物业管理公司向全体业

主收取物业管理费，以维护小区治安与

共有设施的运营。

由于转型期居民产权意识不足，且

市场缺乏规制，开发商及其物业管理公

司为了追求经营利益最大化和持续化，

把持了小区的物业管理权。在开发商采

用住房“预售”方式时，业主只拥有购

房合同的谈判权。拥有信息及资金优势

的开发商及其物业管理公司与个体业主

之间签下的物业服务条款实质上是不平

等权利合同。开发商借机利用自己的物

业管理公司控制小区的住房维修金、公

共物权收益金及其利息以获取持续的利

益，成为封闭社区的“僭主”。

以分散的私人产权为主，靠业主缴

费维持的社区是无法通过传统的威权模

式来管理的。随着我国城市居民自有房

屋持有率超过70%，城市商品房小区居

民公民意识、权利意识提高 （李昊，

2015），业主和开发商及其物业管理公

司的利益冲突日益常态化，已经成为城

市社会不稳定因素。从最初的物业管理

费纠纷、维权发展到争取城市商品房小

区业主自治权③（李骏，2009）。但在现

实中，分散的一家一户的业主在与有组

织力量的开发商的博弈中往往落于下

风。仅2016年广州新闻报道的社区物业

冲突就有多起：越秀区东雅轩停车费纠

纷案、白云区山水庭苑业主不满物业管

理公司服务筹办业主委员会、白云区南

湖绿洲城市商品房小区业主投票解聘物

管遭到黑衣人阻挠恐吓④……

2003年国务院发布的《物业管理

条例》明确了居民小区“社区自治、业

主共同管理”的治理模式⑤。社区治理

本应是由政府（及其派出机构）、社区

组织（自治组织和其他社会组织）和社

区成员（驻街道企事业单位和居民）三

大行为主体互动的过程且形成一个体系

（雷洁琼，2001）。但在现实中，小区业

主为争取自治权与开发商及其物业管理

公司发生冲突时，街道办事处和社区两

委（社区共产党员支部委员会、居民委

员会）为了“维稳”往往采取“息事宁

人”的做法，导致依法成立城市商品房

小区业主委员会的进程十分缓慢。

2.2 住区规模普遍过大，导致社区治理

困局

计划经济后期形成并制定的《93规

范》三级体系对我国这40年转型期的城

市形态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徐菊芬，张

京祥，2007）。大城市中心区宗地拍卖

动则出让十几、二十公顷的“居住小

区”，郊区往往出现几十、数百公顷的

“居住区”（表1）。而开发商也倾向于建

设规模较大的居住区，这不仅可以减少

项目审批的时间、公关成本，还可以集

约基础设施和配套公共设施建设成本，

从单一项目中获取更多收益、排斥竞争

者以保障超额利润，更有利于后期经营

的规模效益。

这些新建居住区和小区最终都成为

开发商自己管理的“封闭社区”——城

市规划要求配套的居住区公共绿地、中

小学、幼儿园、体育场所、商店、会所

等全部被内部化。公共服务的“俱乐

部”化 （club goods） 固然增加了小区

业主的福利，但同时也会排斥（exclu-

sion）没有成员资格的外部人员，从而

产生社会公平和空间上的不平等问题，

其结果就是公共空间的私有化（privati-

zation）、社会隔离（segregation）和空间

分隔 （fragmentation）（Miao，2003）。

位于广州番禺的祈福新邨，用地

403.8hm²，是一个典型的封闭式“居住

区”（图2）。开发商经营着从楼盘开发、

物业服务、社区服务到内部零售商业系

统等垄断生意。为保证对社区物业管理

权的绝对控制，开发商一直操控业主委

员会选举。其物业管理费在2011—2014

年期间两次涨价，升幅高达52%—79%，

业主怨声载道。其实早在2005年，广州

市为配合高铁南站建设准备按规划回收

住区类型

郊区

地产“大盘”

中心城区中的封闭社区

保障性住房

住区名称

祈福新邨

广州雅居乐花园

华南新城

珠江帝景苑

骏景花园

金沙洲“新社区”

用地面积（hm²）
403.8
314.9
202.5
约40
约40
约34

居住人口

约20万人

10万人以上

约8万人

约7 000户，3万人

约8 600住户，5万人

5 616户，约3万人

表1 部分封闭式住区规模
Tab.1 The scale of gated communities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调研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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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向的穿越祈福新邨的市政道路，就

引起了业主举行大规模游行示威、抗

议，迫使建设计划搁置至今。

城市中心区的珠江帝景苑位于广州

塔东侧，用地规模约40hm²，是一个典

型的封闭式“居住小区”（图3）。2017

年开始筹备首届业主大会，但因为不同

时期开发的居住组团在公共收益、物业

管理费和房屋维修基金等方面的差异较

大，难以达成共识。最后制定的《管理

规约》不得不让位于双塔路南侧、售价

最贵的紫龙府组团单独分割管理；但是

如果北区不同分期、不同价格的组团都

要求同样处理，则在物理空间上根本无

法分割。另一方面，其西侧的广州塔路

从北侧的阅江西路到南侧的双塔路大约

560m，没有一条可以疏解交通的城市支

路。作为城市的标志性景区，广州塔广场

每到大型节假日交通拥堵已是“常态”。

广州天河区的骏景花园则是一个按

照“密路网、小街区”规划的非典型的

“居住小区”，有40hm²，被分为6个不同

时期开发的居住组团（图4）。虽然业主

大会很容易就通过《管理规约》划定了

6个独立管理单元，但是也因为整体封

闭式管理而成为一个大规模封闭社区，

将原本城市规划预留的支路全部内部

化，严重影响了城市交通组织。

2.3 小尺度社区的自治、自管

1999年建成的祈乐苑位于广州市海

珠区怡乐路，占地面积约3.49hm²；总

建筑面积16万㎡。现有26个住宅单元，

1 300多户，常住人口达6 000余人，是

一个典型的封闭式“居住组团”（图5）。

从2015年业主委员会决定自行组建

图3 广州海珠区珠江帝景苑
Fig.3 The diagram of Zhujiang Dijing compound in Haizhu district, Guangzhou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google地图自绘.

图2 广州番禺区祈福新村-郊区大盘
Fig.2 Large-scale real-estate: Clifford estates in Panyu district, Guangzhou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google地图自绘.

图4 广州天河区骏景花园
Fig.4 The diagram of Junjing compound in Tianhe district, Guangzhou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google地图自绘.

图5 广州海珠区祈乐苑-居住组团

Fig.5 Residential cluster：the diagram of Qile compound in Haizhu district, Guangzhou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google地图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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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管中心开展物业管理开始，不但保持

了较低的物业管理收费标准，还积累了

几百万元资金。2017年住区物业收入约

400万元，其中物业管理费收入约13万

元/月，车位费和车辆管理费收入约15

万元/月，其他收益则包括电梯广告、网

球场租赁、小区商业用房、房屋中介

款、代收水电费等。

祈乐苑业主自治、自管的成功，是

因为来自不同专业领域的业主积极主动

介入住区管理，参与协商、监督住区公

共事务，制定了完善的管理和监督体

系。在共同争取自治和成功自管的实践

中（表2），业主培育起公民意识，也从陌

生人的住区成为具有凝聚力、能够协商

的社区，通过业主委员会及物业自管这

个平台逐渐积累起丰厚的“社会资本”。

3 《18标准》回归“居住街坊”

在新时期，居民产权和权利意识强

化的背景下，在个人高度原子化的现代

社会，城市居住区作为社会治理的基层

空间单元必须回应住房市场化、交通机

动化、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需求（李骏，

2009）。新修订的《18标准》是我国为

了应对住房体制的商品化改革、市场

经济转型以来城市发展面临的一系列挑

战，而主动对城市居住区空间组织范式

做出的改变。其最显著的变化是废黜了

《93规范》的“居住小区”概念，转而

以较小尺度的“居住街坊”作为城市居

住区的基本空间单元，以形成便于城市

交通组织的“密路网、窄马路”空间

形态。

3.1 缩小街区尺度，有利于社区自治

社区自治从法律定义上本来指的是

社区居民委员会依法自治，管辖范围一

般涵盖3—5个居住组团，是国家政权在

社区的末梢。但是《物业管理条例》规

定一个住宅宗地只有一个物业管理红

线，意味着不管人口多少、用地规模大

小，只能设置一个业主委员会。从前述

几个广州的案例可以看到，一个物业管

理红线如祈福新邨大到几百公顷，小到

祈乐苑只有几公顷。所以基于业主委员

会的“社区自治”是住区产权所有人维

护自身利益的一种组织行为。

小区业主拥有居住区共有部分财产

权，他们共同缴纳物业管理费以购买住

区内的物业服务，当然具有决定聘用、

监督物业服务公司的权力。但是，这些

权力都要通过业主委员会才能行使。而

成立业主委员会、使用公共维修基金等

城市商品房小区重大事项的决定，应当

经专有部分占建筑物总面积过半数的业

主且占总人数过半数的业主同意。

按照理性经济人假设，城市商品房

小区的业主作为法理上的产权主体，本

应该因为具有共同利益而会自发组织起

来争取和扩大自身的利益，但是现实中

的情况却是很多居民选择“搭便车”，

居民的个人理性导致集体的非理性，这

就是“集体行动的困境”(奥尔森，

2014)。但即使最终成功获得自治权，原

子化的业主个体之间由于偏好和需求不

一样，往往会对公共事务和公共产品采

取观望态度，仍然会出现“搭便车”的

问题。

从业主自治、设立业主委员会的角

度看，小区规模越大，达成治理的“交

流成本”越高。规模适度的、业主数量

有限的居住街坊比规模巨大的居住区、

居住小区，更加容易组织起来，建立起

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形成社区契约。所

以从完善社区治理结构、搭建居民合作

平台的角度，控制城市商品房小区的规

模成为实现有效自治的一个重要因素。

3.2 街坊制，扩张城市公共性

虽然在《93规范》“居住区——居

住小区——居住组团”三级结构中，配

套齐全的“居住小区”才是城市居住区

规划设计和土地出让的基本空间单元。

但是在城市新区建设中居住区级的开发

并不罕见，而老城区城市更新中也不乏

居住组团级别的开发。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基础设施投入

有了土地财政的回馈和保障，土地出让

的宗地面积小、总价低，有能力投标的

商人就变多，而只有充分竞争才能获得

合理的土地单价，所以小地块往往和高

地价是联系在一起的。反之，土地出让

的宗地面积大，总价也高，有能力投标

的商人就少，导致竞争不足拉低土地的

单价。

大多数城市政府从土地经济角度考

虑，通过在城市总体规划下设立“控制

性详细规划编制单元”，在保障片区公

共设施和公共绿地配套的前提下，早就

在中心城区土地出让中大量采用“居住

组团”尺度的宗地了。但是，在实施中

又往往因为追求短期土地财政而忽视了

公共服务设施的及时配套。

《16意见》针对我国城市单位大院、

封闭社区等分割城市空间的现实问题，

提出了“推动发展开放便捷、尺度适

宜、配套完善、邻里和谐的生活街区”，

“新建住宅要推广街区制，原则上不再

建设封闭住宅小区”的构想，规定“树

立‘窄马路、密路网’的城市道路布局

理念”的具体要求。

很显然新修订的《18标准》要求在

新的城市居住区建设中要将住宅宗地出

让的尺度缩小到“居住街坊”（housing

block）尺度——城市居住区构成的基本

单元，由支路及以上城市道路或自然分

表2 广州祈乐苑小区自治历程
Tab.2 The history of neighborhood autonomy in Qile community, Guangzhou

阶段

小区建成时间

前期物业冲突

争取自治

聘请

新物管公司

自主管理

年份

1999
2012
2014

2014
2015
至今

小区自治历程事件

占地面积约 3.49万㎡；总建筑面积 16万㎡，1 300多户，常住人口达 6 000余人，26个
住宅单元（其中3个单元被中山大学教师团购）

原物业服务公司管理不善，擅自提高物业管理费

业主们达成维权共识，申请成立业主委员会。教师们请学校出面，请政府介入解决

暴力冲突、协调业主与物业管理公司的关系，通过谈判解聘原物业管理公司

采用酬金制的方式聘请新的物业管理公司，

出现虚报工作岗位吃“空饷”，服务质量不高等问题

业主委员会决定自行组建物管中心开展物业管理

住区物业收入每年达到300—400万元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调研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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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线围合、住宅建筑集中设置、居住人

口规模在 1 000—3 000人，约2—4hm²、
300—1 000套住宅、配建有便民服务设

施的居住组团。

直面城市社区治安管理状况，应该

可以调整“围闭尺度”，将门禁放在

“居住街坊”层级，实现从“封闭小区”

向“封闭街坊”转变，用“窄马路、密

路网+封闭街坊”的“小街区”模式重

构城市空间模式。

所谓“小街区”模式，就是要将公

共市政道路从目前的居住区道路间隔的

300—500m，延伸到居住小区的 100—

300m，如果将居住小区这一尺度的道路

公共化、市政化，就可以大幅度增加道

路网密度，达到“到2020年，城市建成

区平均路网密度提高到8km／km2，道路

面积率达到15%”的目标。

另外公共服务设施配置采用15min

生活圈（45 000—72 000人）、10min生

活圈（15 000—24 000人）、5min生活圈

（5 000—12 000人）。这种以时间为特征的

规模分级概念，来代替居住区（30 000—

50 000人）、居住小区 （7 000—15 000

人）、居住组团（1 000—3 000人）以空

间为标识的规模分级概念，作为配置居

住区公共服务和市政设施的依据，并对

原有公共服务设施和市政设施做了相应

的修改和规定（表3）。

4 结语

城市应该是集聚经济效益、社会效

益的场所。由于设施和空间的集约，应

重新构造一个更加相互依赖，更加紧凑

的市民社会，也就是一个更加依赖公共

空间、公共设施、公共决策和公共治理的

社会。这种基于“共享”的“公共性”，才

是现代城市、现代社会的最重要的特点。

计划经济下的“单位制”在本质上

是排斥“公共性”的，“单位办社

会”——大院把大量公共空间和设施内

部化，城市的公共性不断受到侵蚀。但

是，市场经济也不会自然产生“公共

性”，“开发商办社会”——“大盘”切

断了城市交通、分割了城市空间；中心

城区大规模的封闭社区则减少城市支路

密度；居住区公共配套设施多被内部

化，公共设施蜕化为“俱乐部产品”。

居住小区开发规模越大、人口越多，举

办业主大会、选举业主委员会都越发困

难。分期开发出现的产品繁杂多样，又

使得大型小区内部又出现封闭社区，导

致了管理费的差异，甚至加剧社会阶层

的分化。

居住区基本空间单元从“居住小

区”缩小到“街坊”尺度，一是有利于

内部业主的协商自治，启动中国社会的

治理转型；二是小街区密路网模式可以

让不同用地功能、不同社会阶层居住的

“街坊”在不同的城市区位都可以充分

混合，通过平等共享城市公共服务与设

施以伸张城市空间的公共性；三是将城

市保障性住房在居住组团尺度上嵌入整

个城市，实现保障性住房在城市尺度上

的“大分散”，和在居住组团尺度上的“小

集中”，既可以让不同社会阶层避免大尺

度的社会隔离，又可以保护低收入人群

的尊严。对于推动城市社区基层治理、增

加城市公共性、优化城市空间意义重大。

为很好地实现建设开放街区、和谐

社区的目标，在居民物权意识、公众参

与意识提高的背景下，国家需要给予居

住街坊模式进一步的制度支持。建议及

时修改《物业管理条例》，允许原居住

区、小区能够按居住街坊细分物业管理

区域红线，以方便业主委员会的设立和

业主自治；新出让的地块规模要控制在

2—4hm²左右的“居住街坊”大小；应

该允许街坊拥有一定的可经营的共有产

权物业以补贴物业管理，并将其相应要

求纳入未来住区标准的修订中。

虽然《18标准》提出了生活圈的概

念，若不改变传统的土地出让及规划管

理方式，没有明确空间使用规则，那么

大盘仍然可能出现，就像按街坊模式规

划的广州骏景花园最终还是变成大型封

闭小区。为此，在新的城市居住区建设

中，必须结合土地出让及管理的转变，

将原来被封闭社区内部化的居住区级和

小区级的公共设施、公共绿地进一步公

共化。将规划要求配套的公共设施真正

成为不同社会阶层的市民可以“共享”

的开放性的公共物品。唯有如此，我国

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才算是开启了新一

轮的范式转变。

注释

① 数据源自《2017年广州市房地产市场运行

分析》，选自魏明海，谢博能，李华主编的

《2018年中国广州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蓝

皮书。

② 根据《广州市2017年统计年鉴》数据统计

得出结果。

③ 业主自治：是指在物业管理区域内的全体

业主，基于建筑物区分所有权，依据法律、

法规的规定，根据民主的原则建立自治组

织、确立自治规范、自我管理本区域内的

物业管理活动的一种基层治理模式。

④ 新闻报道来源：《停车费涨价48户业主众筹

请律师，称不想动“武”》，南方都市报，

2016-5-19；《山水庭苑小区管理费自降

40%，业主竟然说No》，羊城晚报，2016-

12-24；《白云区南湖绿洲小区业主投票解

聘物管遭到黑衣人阻挠恐吓》，羊城晚报，

2016-12-16。

⑤ 相关条例见《物业管理条例（2018年3月

19日修正版）》第二章第六条及第十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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